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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战略升级能否提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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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境战略升级(从被动的反应型向主动的前摄型转变)有助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数字化转型在驱动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的同时,还能通过降本增效赋能企业环境战略升级。 采

用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 2013—2022 年的数据,通过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分析发现:环境战略

升级企业比环境战略未升级企业具有更高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明环境战略升级能够促进企业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化转型水平提高对企业环境战略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转

型水平较高企业环境战略升级具有更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驱动

和赋能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绿色金融创新发展会弱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的驱动作用、
增强环境战略升级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而“重污染”的生产属性会限制企业环境

战略升级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发挥。 因此,应以数字化转型加快企业环境战略升级,以绿

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并重点助推重污

染企业的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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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下,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转变发展方式。 为缓解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

之间的矛盾,企业需要进行绿色转型;同时,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还需要实现产出和效益的增

长,因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成为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标志(何凌云
 

等,2022) [1] 。 为持续提升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企业需要将环保理念融入生产经营活动中,推动环境管理模式由被动低效的“污染治

理”向主动可持续的“价值创造”转变,这在战略管理层面对企业的环境战略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

此,促进企业实施更为积极主动的环境战略,持续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生态效

益的共赢,是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路径之一。
作为企业围绕环境问题而形成的战略规划,环境战略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行为决策,与企业竞争

优势的塑造密切相关(田虹
 

等,2020) [2] 。 基于触发机制和价值特征的差异,企业环境战略可划分为反

应型和前摄型两类(Buysse
 

et
 

al. ,2003) [3] 。 前者是以降低违规成本为目标,以末端污染治理为主要手

段的被动型环境战略,而后者是通过积极发展绿色技术来减轻环境负担、获得合法性的主动型环境战略

(Ebru
 

et
 

al. ,2019) [4] 。 随着环境政策愈加密集和严苛,实施反应型环境战略容易使企业为污染治理而

“疲于奔命”,严重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使得越来越多的管理者认识到前摄型环境战略的优势和

价值,并尝试从反应型环境战略向前摄型环境战略转变。 实施前摄型环境战略可以通过市场差异化、节
约生产成本、减少潜在责任、整合利益相关者资源等路径帮助企业塑造可持续竞争优势( Yadav

 

et
 

al. ,
2017;Peng

 

et
 

al. ,2018;Alsayegh
 

et
 

al. ,2020) [5-7] ,有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并使企业能够有效应对

环境问题,具有更高的环境绩效(Fernando
 

et
 

al. ,2019) [8] ;但企业在减排降污方面的长期投入也可能超

过由此获得的经济收益,造成经济效益的降低(Sidhoum
 

et
 

al. ,2018) [9] 。
由反应型向前摄型转变,可视为企业环境战略的升级,但这种升级势必会对企业的资源基础和能力

水平提出更高要求,管理者需要根据自身条件与战略目标进行决策。 实施前摄型环境战略意味着企业

需要承担较高的战略成本和风险,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实施前摄型环境战略可能因投资结构失衡而造

成效率损失,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Dangelico
 

et
 

al. ,2015) [10] 。 因此,企业管理者在进行环境战略

选择时,往往会对投入高、周期长及风险大的前摄型环境战略持相对谨慎的态度。 而随着数字技术和数

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化转型使企业在资源调配、环境响应等方面发生深刻变革,弱化了环境战略升级对

企业发展的负面影响,从而能够驱动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环境战略升级,并增强环境战略升级对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
作为一种对企业生产经营体系进行系统性革新的过程,数字化转型在塑造企业动态能力、促进组织

模式变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蒋煦涵
 

等,2023;俞立平
 

等,2024) [11-12] 。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绿色

发展本身具有积极影响。 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弱化代理冲突、优化人力资本、加
强外部监督、拓宽创新资源渠道等路径激发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力(靳毓

 

等,2022;郭丰
 

等,2023) [14-15] ;另
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产能利用效率、改善管理层短视行为、促进能源消费结构转型、优化污

染治理模式等渠道有效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于连超
 

等,2023;杨来科
 

等,2023) [16-17] 。 与此同时,
数字技术具有高效渗透性和广泛赋能性,数字化转型势必还会对企业的环境战略决策产生影响。 根据

核心能力理论,资源和能力相对于战略目标的滞后性是掣肘企业进行环境战略升级的重要因素(王旭
 

等,2022) [13] ,而数字化转型所引发的技术范式和商业模式转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一矛盾,从而

有利于企业做出环境战略升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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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一方面,虽然现有文献关注到实施环境战略以及不同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绿色发展和绿

色转型的影响,但尚未探究企业环境战略转型对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另一方面,尽管企业数字

化转型在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已得到众多研究的证实,但鲜有文献考察数字化转型对

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环境战略升级、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提升三者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剖析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环境战略升级对其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以及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的驱动和赋能作用,并采用 2013—2022 年沪深 A 股制造

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在研究内容上,从战略升级角度拓展了企业环境战

略的绿色发展效应研究,从数字化转型和战略转型角度深化了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企业

环境战略升级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和数字化转型通过降本增效赋能企业环境战略升级提供了

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入认识数字经济下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的重要意义及其价值提升渠道;二是在研究方

法上,基于两种战略实施的相对水平对企业是否进行环境战略升级进行了有效识别,并使用 Heckman 两

阶段模型缓解环境战略升级这一自选择行为的内生性问题,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 此外,进一步

从外部金融环境和行业污染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了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环境战略升级和环境战略升级提

升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为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加快环境战略升级和增强环境战略升级的

积极功效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前摄型与反应型环境战略是企业普遍采取的两类环境战略,二者在管理理念、执行框架和价值特征

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Sharma
 

et
 

al. ,1998) [18] 。 反应型环境战略是以满足政策合规性、降低企业经营风

险为目标,以末端污染治理为主要手段的被动型战略,其将环境管理视作企业为应对环境规制而做出的

临时性行为(Aragon-correa
 

et
 

al. ,2003) [19] 。 而前摄型环境战略则不再局限于环境规制要求,是通过开

展生产技术革新和绿色产品研发等绿色创新活动来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主动型战略,有助于企业实

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Yu
 

et
 

al. ,2017) [20] 。 但相对而言,后者投入周期较长,战略成本与风险

较高(Juo
 

et
 

al. ,2022) [21] 。
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因忽视环境保护而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

展,并由此产生企业发展必须进行绿色转型的要求,进而迫使企业实施环境战略。 但企业发展方式的绿

色转型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会对企业的短期效益带来不利影响,因而在绿色转型初期,企业通常会选

择采取反应型环境战略来进行应对。 然而,面对愈加严苛的环保政策和日益扩大的绿色产品市场,被动

响应式的环境管理策略越发偏离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诉求,为降低环境外部性,企业需要向具有先发

优势的前摄型环境战略转变。 根据战略管理理论,战略转型是企业根据外部环境与内部组织的相互作

用,对战略内容、决策程序等多个维度以及组织、经营、职能等多个层面进行系统性变革的过程(李小玉
 

等,2015) [22] ,战略升级则是战略转型的高阶形式,强调由较低层次战略向较高层次战略的跃迁(曲廷琛
 

等,2023) [23] 。 基于此,本文将企业环境战略由反应型向前摄型转变的过程定义为环境战略升级。

1. 环境战略升级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考虑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效应,将环境损耗纳入全要素生产率的核算框架,综
合反映了企业的绿色发展能力。 资源基础观认为,竞争者无法复制模仿的稀缺性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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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来源(Peteraf
 

et
 

al. ,1993) [24] 。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主动降低生产经营活动对生态环境的

负面影响,有利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进而塑造企业的绿色形象,这将对企业与核心利益相关者之

间关系的构建与维护起到积极作用,使企业获得更多的战略资源。 一方面,积极的绿色形象能够增加政

府及监管部门对企业的信任度,在降低违约风险的同时有利于企业获得政策资源倾斜;另一方面,企业

的绿色产品能够借助口碑效应对外输出积极的发展理念及品牌形象,增强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形成

产品溢价和品牌溢出效应,进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万骁乐
 

等,2022) [25] 。 因此,长期来看,企业实施

环境战略有助于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环境战略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反应型环境

战略关注污染排放是否满足政策要求,主要采取依赖于外部供应的末端污染治理技术,虽能在短期降低

违规成本、提升环境绩效,但在长期经营中,企业容易深陷“治理达标—再治理”的决策循环中,且大量超

预期的污染治理投入将挤出企业的价值性投资,损害企业经营的稳定性(王旭
 

等,2022) [26] 。 前摄型环

境战略则着眼于预防污染产生,基于知识资本、组织学习及跨组织协调等维度主动进行绿色技术和绿色

管理创新,而这将从效益提升和成本节约两个层面帮助企业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一方面,绿色创新

迎合了消费者日益增强的绿色偏好,能够拓宽企业的市场空间,并创造超额利润(万骁乐
 

等,2022) [26] ;
另一方面,生产技术和流程的绿色化改造对降低能源消耗和生产成本具有积极作用,有利于企业提升资

源利用效率(解学梅
 

等,2021) [27] 。 并且,在前摄型环境战略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环境管理能力、绿色智

力资本等异质性资源,有助于企业形成和强化可持续竞争优势,实现多维度绩效的长期增长(杜可
 

等,
2023) [28] 。 可见,相较于反应型环境战略,前摄型环境战略具有先发性和主动性,强调经济效益与生态

效益的统一,更契合绿色发展的价值导向,更有利于企业增强组织合法性、拓展资源获取边界( Ebru
 

et
 

al. ,2019) [4] 。 因此,环境战略升级有助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2. 数字化转型、环境战略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战略关系到企业的长远发展,企业的环境战略升级决策需要进行预期收益与成本的比较,若成

本高于收益,企业会放弃做出战略改变。 从收益的角度看,环境战略升级能够促进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但从成本的角度看,进行环境战略升级也面临着一系列成本和风险,这些因素可能造成企业

环境战略难以升级成功或升级效果不佳。 比如:第一,环境战略升级需要构建高效的绿色创新体系,而
这一过程不仅受到企业创新资源基础的约束,而且其带来的庞大资源投入可能会侵占企业现有资源空间,
对其他生产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同时,绿色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性、高不确定性,还可能引发创新活动的

结构性失调,破坏企业现有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刘金科
 

等,2022) [29] 。 第二,制度化的组织惯例是企业保

持经营活动稳定的关键,长期发展积累的知识存量形成了企业发展的路径依赖,而前摄型环境战略的运作

方式与企业现有的组织管理结构不协调,会扭曲企业的资源管理行为,使企业面临非连续性变革环境,并负

担高额的战略转型成本(田虹
 

等,2020;易加斌
 

等,2021) [1][30] ;第三,环境战略升级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可

能诱发企业采取激进的转型策略,在短期内强行改变组织状态,导致原有资源能力体系被破坏而又未形

成有效的新体系,组织体系的脱节会使企业陷入风险失控、转型失败的困境(林海芬
 

等,2023) [31] 。
因此,尽管从理论上讲,环境战略升级能够提升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由于环境战略升级需

要成本,且存在风险,在现实中,企业进行环境战略升级面临诸多约束,升级效果也具有不确定性。 而数

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化转型会引发企业资源体系和决策逻辑的系统性变革。 一方面,数字化环境的无

边界性、不确定性等增强了实施前摄型环境管理战略的必要性及其优势,从而提高了企业进行环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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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的意愿;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深化有助于化解企业在环境战略升级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

障碍性因素,同时也使企业环境战略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得到加强。 换而言之,数字化

转型可以通过促使企业做出升级决策来驱动企业的环境战略升级,并能够通过降本增效来对企业环境

战略升级进行赋能,从而强化环境战略升级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
(1)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环境战略升级的驱动作用。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战略升级具有直接的驱

动作用。 一是数字技术广泛应用所引发的市场环境体系和竞争边界变革重塑了企业的战略决策逻辑,
促使企业实施更为主动的环境战略。 一方面数字经济体系下的技术发展以及产业边界的模糊化和去管

制化使市场环境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刘淑春
 

等,2021) [32] ,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强化了外部不确定性

和环境变动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影响,加上环境政策日益密集严苛,企业为保持经营稳定性和竞争优

势的可持续性,必须构建更为柔性化、敏捷化的环境管理体系(武常岐
 

等,2022) [33] 。 与此相适应,企业

会更多地实施具有先发性和适应性的前摄型环境战略,以增强有效应对外部环境随机性和复杂性的动

态能力。 二是数字化转型强化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管和问责机制,迫使企业通过环

境战略升级来更好地履行环境责任。 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了企业管理流程和运营结果的公开化、透明

化,提升了利益相关者的监督能力和效率,同时,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还便于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的公

司治理,进而促使企业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环境战略,并对企业的环保行为产生正向激励作用(陈德球
 

等,2022) [34] 。 此外,对企业管理者行为约束机制的强化还能够减少因委托代理问题造成的效率损失,
并弱化代理成本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抑制作用。

(2)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环境战略升级的降本作用。 数字化转型可以降低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的转型

成本。 一是数字技术的有效应用改变了企业的资源获取方式,缓解了企业战略升级的资源不足问题。
数字技术的可拓展性及关联性特征有助于企业有效识别自身资源需求,提升企业与其他企业及利益相

关者的信息传递效率,从而突破资源利用的空间限制,在短期内以低成本获取更多有价值的转型资源

(王旭
 

等,2022) [26] 。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信息捕捉及智能分析能力的不断提升有助于企业挖掘未被

利用的内部冗余资源,将之与外部资源进行整合重组,转化为异质性资源并应用于绿色创新活动中,从
而助推企业环境战略升级。 二是数字化转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前摄型环境管理体系与原生组织管

理结构失调的问题。 组织灵活性的欠缺是企业难以及时针对战略变化进行适应性调整的重要原因,而
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形成高效的学习机制,提升组织适应能力,推动组织管理模式的柔性化(俞立平

 

等,2024) [12] 。 同时,数字技术在管理体系中的应用能够增强企业内部控制的敏锐度,有利于企业及时

识别和有效应对环境战略升级过程中的内外部风险(张钦成
 

等,2022) [35] 。
(3)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环境战略升级的增效作用。 数字化转型可以增强环境战略升级带来的企业

价值提升。 一是数字化转型引发的技术范式转变赋予企业更强的信息获取和数据分析能力,有利于企

业绿色创新流程和模式的优化,从而更充分地发挥环境战略升级的收益增加效应。 数字化转型强化了

企业对市场需求、创新机会的识别能力以及对创新转变的适应能力,有助于企业把握绿色创新方向,提
升绿色创新效率和绩效(郭丰

 

等,2023)
 [15] ;同时,数字技术在业务层面的深度应用有利于企业有效对

接消费市场,从而拓宽市场边界,实现更广范围的价值创造。 二是数字化转型重塑了企业异质性资源构

建方式及资源保护机制,能够提高环境战略升级发挥其积极功效的可持续性。 数字能力与资源基础的

深度嵌套以及资源网络的复杂化促使企业的资源整合日益多元化和个性化,同时也增强了外部模仿的

阻力和难度,由此形成的模仿防御机制能够有效提升环境战略升级发挥企业价值提升效应的可持续性

(李琦
 

等,2021)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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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说:数字化转型可以驱动企业环境战略升级,表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

平提高对环境战略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环境战略升级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现

为环境战略升级的企业比环境战略未升级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H2);数字化转型可以

通过降本增效赋能企业环境战略升级,表现为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企业环境战略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提升作用较强(H3)。

三、实证检验设计

1. 模型设定

由于企业是否进行环境战略升级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自选择行为,因而可能存在同时影响企业

环境战略决策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可观测因素。 为考察企业的环境战略升级对其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以及数字化转型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避免由环境战略升级决策(自选择行为)带来的

内生性问题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干扰,本文借鉴赵宸宇和李雪松(2017) [37] 、李雪松等(2022) [38] 的研究,
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构建计量模型如式(1)和式(2)所示:

Gep∗
i =γZ i+μi,Gepi = 1(Gep∗

i >0) (1)
Gtfpi =αGepi+βX i+εi (2)

式(1)为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的决策方程。 其中,Gep∗
i 表示 i 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的净收益,企业根据

预期净收益做出战略决策;Gep 为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的虚拟变量(“环境战略升级”),Gepi = 1 表示 i 企业

进行了环境战略升级,Gepi = 0 表示 i 企业尚未进行环境战略升级;μi 为随机扰动项;Z i 为可观测变量集,

除关键变量“数字化转型”外,还包括一系列控制变量以及排他性约束变量。 Gep∗
i 与 Gep 高度相关,但

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无直接关联。
式(2)为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结果方程。 其中,被解释变量 Gtfpi(“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 i 企

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心解释变量 Gepi 同上,X i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εi 表示随机扰动项。 企业不

同的战略选择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对于总体样本而言,两种战略选择(Gepi = 1 和 Gepi = 0)下的预期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如式(3)和式(4)所示:
Gtfp1i =β1X1i+ε1i,

 

Gep= 1 (3)
Gtfp0i =β0X0i+ε0i,

 

Gep= 0 (4)
由于随机误差项的条件期望不为 0,使用 OLS 模型进行估计存在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无法得到一致

的估计结果。 若记 σ2
μ = var(μ),σ1μ = cov(ε1,μ),σ0μ = cov(ε0,μ),将

 

σ2
μ 标准化为 1,ε1、ε0 的条件期望分

别如式(5)和式(6)所示:

E(ε1i |Gepi = 1)= E(ε1i | γZ i+μi>0)= σ1μ

φ(γZ i)
Φ(γZ i)

= σ1μλ1i (5)

E(ε0i |Gepi = 0)= E(ε0i | γZ i+μi<0)= σ0μ

-φ(γZ i)
1-Φ(γZ i)

= σ0μλ0i (6)

其中,φ(·)和 Φ(·)分别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和累积分布函数。 假定随机误差项(ε1,ε0,
μ)服从三元联合正态分布,可构建环境战略升级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转换回归模型

(ESR)。 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两阶段估计思路为:首先用极大似然估计( MLE) 方法对决策方程进行

Probit 回归以估计出 γ,并计算出 λ1i、λ0i,然后得到式(7)中 α 的一致性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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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fpi =αGepi+βX i+ρσλi+ω1 (7)

为检验数字化转型能否通过降本增效赋能企业环境战略升级,借鉴张永珅等(2021) [39] 的做法,以
“数字化转型”的中位数为界限,将总样本划分为“高数字化转型”和“低数字化转型”两组,并根据式(7)
进行分组回归。 同时,分别利用式(8)和式(9)得到 β1 和 β0 的一致性估计:

Gtfp1i =β1X1i+σ1λ1i+υ1i,Gep= 1 (8)
Gtfp0i =β0X0i+σ0λ0i+υ0i,Gep= 0 (9)
在此基础上,通过式(10)和式(11)的反事实估计,可分别得到环境战略升级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平均处理效应(ATT)和环境战略未升级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处理效应(ATU):
ATT=E(Gtfp1i |Gepi = 1) -E(Gtfp0i |Gepi = 1)= (β1 -β0)X1i+(σ1μ-σ0μ)λ1i (10)
ATU=E(Gtfp1i |Gepi = 0) -E(Gtfp0i |Gepi = 0)= (β1 -β0)X0i+(σ1μ-σ0μ)λ0i (11)

2. 变量测度

(1)“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借鉴史代敏等(2022) [40] 、王珮等(2022) [41] 的做法,运用 SBM-DDF 模

型,结合全域 Malmquist 指数来计算样本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投入指标包括资本投入(采用企业

年末固定资产净额来衡量,并使用企业所在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劳动投入(采用企业

年末在职员工人数来衡量)、能源投入(通过企业营业成本与企业所在行业总营业成本之比乘以行业能

源消费总量来计算),期望产出为企业营业收入(依据企业所在省份的 GDP 平减指数,以 2013 年为基期

进行平减),非期望产出包括二氧化硫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一般固体废物产生量(计算方法与能

源投入类似)。
(2)“数字化转型”。 借鉴袁淳等(2021) [42] 的研究,从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 5

 

个维度对样本企业年报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进行词频分析。 考虑到不同企业年报的“管理层讨

论与分析”文本长度存在差异,使用数字化总词频数与该部分总词数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

平,由于比值较小,进行乘以 100 处理。
(3)“环境战略升级”。 参考王旭等(2022) [26]的做法,通过企业实施前摄型环境战略和反应型环境

战略的相对水平差异来判断企业是否进行环境战略升级。 首先,分别评估企业实施前摄型环境战略和

反应型环境战略的情况。 前摄型环境战略以塑造企业长期竞争优势为内驱力,强调通过绿色技术革新

和绿色产品创新来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为前摄型环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创新与前摄型环

境战略先发性、主动性的价值内涵相契合,因而绿色创新活动能够反映企业前摄型环境战略实施情况。
借鉴周肖肖等(2023) [43]的方法,使用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总量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企业的前摄型环境战

略实施水平。 反应型环境战略是企业迫于环境政策压力,为降低经营风险而采取的被动型战略,通常以

末端污染治理为主要战略手段。 依据自愿披露理论,环境责任履行程度较高的企业倾向于披露更多环

境信息以与环境绩效较差的企业相区别。 因此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能够反映其反应型环境战略实施情

况。 参考孔东民等(2021) [44]的方法,使用环境信息披露指数来衡量企业的反应型环境战略实施水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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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而言,首先,将环境管理信息披露分为污染产出、末端污染治理两类(11 个评分项目):污染产出包括“废水排放

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量”“烟尘和粉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6 项,末端污

染治理包括“废气减排治理”“废水减排治理” “粉尘、烟尘治理” “固废利用和处置” “噪声、光污染、辐射等治理” 5 项;然
后,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样本企业的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和环境报告进行分析,对披露项目有定量和定性分析的记 2 分,仅有定

性分析的记 1 分,未进行披露的记 0 分;最后,对各项目得分加总后进行对数化处理,得到各样本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数。



然后,分别计算出各样本企业前摄型环境战略实施水平和反应型环境战略实施水平在同年所有样本企

业中排名位次的百分比数值①,当前者大于后者时 Gep
 

= 1(表示企业环境战略已升级),否则 Gep
 

= 0(表

示企业环境战略未升级)②。 值得注意的是,若两种环境战略实施水平的百分比位次相近,难以清晰界定

企业是否进行环境战略升级,为避免该类样本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在综合考虑排名百分比位次之差的数

据分布和实证检验的有效性后,对排名百分比位次之差在-0. 1 ~ 0. 1 范围内的样本进行剔除。
(4)控制变量及排他性约束变量。 从企业层面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一是“资产规模”,采用总资产的

自然对数值来衡量;二是“企业年龄”,采用当年年份减企业成立年份加 1 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三是“资

产负债率”,采用期末负债与期末总资产之比来衡量;四是“净资产收益率”,采用净利润与总资产平均余

额之比来衡量;五是“投资水平”,采用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与期初总资

产之比来衡量;六是“管理层规模”,采用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 此外,选取“管理者风险偏

好”作为 Heckman 第一阶段决策方程的排他性约束变量。 环境战略决策在很大程度上由企业管理层决

定,风险偏好型管理者往往表现出对自身能力与企业运营的自信,注重对未来机会的把握,因而更倾向

于选择进行环境战略升级。 而管理者的风险偏好差异主要体现在企业风险承担策略、投资项目选择等

企业决策内容上,与企业生产效率并无直接关联。 借鉴张传奇等(2019) [46] 的做法,使用企业风险资产

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管理者风险偏好,其中风险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账款、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以及投资性房地产。

3.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选取 2013—2022 年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并进行以下筛选:剔除研究期内

被 ST、∗ST、PT 处理或退市的企业,剔除核心变量缺失的样本,仅保留连续 5 年不存在数据缺失情况的样

本。 最终获得 1
 

032 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 9
 

732 个观测值,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双侧 1%的缩尾处理

以避免极端值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与反应型环境战略的相关数据来自样本企业的年报,前摄型环境战

略的相关数据来自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万得数据库(Wind)和国家统计局等。 表 1 为主要变量原始数据(未经缩尾和标准化处理)的描述性统

计结果。
在样本期间,样本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为 1. 025,中位数为 1. 003,均值大于中位数,表明呈

右偏分布,整体处于较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的最大值为 5. 615,最小值为 0. 000,标准差为 0. 869,表明

不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环境战略升级的样本数量占总体样本的 37. 61%,虽在数量

上不占优势,但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数字化转型”的平均值均高于环境战略未升级样本,初步表明

环境战略升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相关性。 进一步绘制样本企业绿色全

要素率均值的时序变动图(见图 1),可以发现,全体样本企业、环境战略升级企业和环境战略未升级企

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且环境战略升级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高于环境战

略未升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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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综合排名法能够消除量纲差异的影响,两个指标的排名之差可定量描述个体倾向性,从而反映个体转变的程度(肖

士盛
 

等,2018) [45] 。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实证分析中对企业环境战略是否升级的识别是基于“相对水平”的(非绝对水平),环境战略

(已)升级企业是指相对更多地采取前摄型措施(进行绿色创新)的企业,环境战略未升级企业是指相对更多地采取反应型

措施(进行污染治理)的企业。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全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环境战略升级样本 非环境战略升级样本

37. 61% 62. 39%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1. 025 0. 097 0. 880 1. 176 1. 003 1. 053 0. 094 1. 008 0. 096

数字化转型 0. 967 0. 869 0 5. 615 0. 663 1. 187 0. 996 0. 834 0. 753

管理者风险偏好 0. 162 0. 106 0 0. 813 0. 148 0. 172 0. 109 0. 156 0. 104

资产规模 22. 392 1. 199 19. 940 26. 386 22. 244 22. 892 1. 284 22. 091 1. 239

企业年龄 2. 808 0. 335 2. 197 3. 401 2. 708 2. 785 0. 334 2. 822 0. 333

资产负债率 0. 403 0. 180 0. 042 0. 824 0. 400 0. 453 0. 177 0. 372 0. 168

净资产收益率 0. 043 0. 060 -0. 293 0. 257 0. 038 0. 042 0. 062 0. 043 0. 063

投资水平 0. 056 0. 098 0 7. 200 0. 038 0. 060 0. 070 0. 054 0. 045

管理层规模 2. 123 0. 190 1. 386 2. 890 2. 197 2. 141 0. 185 2. 112 0. 181

图 1　 样本期间样本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值的变动趋势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1. 决策方程与结果方程估计

对企业环境战略升级决策方程进行 Probit 估计,回归结果见表 2 的(1)列。 “数字化转型”对“环境

战略升级”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高对其环境战

略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施行前摄型环境战略。 为缓解模

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 2SLS 检验。 参考刘畅等

(2023) [47]的方法,选取企业所在行业其他企业当年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均值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变

量。 一方面,由于同类企业具有生产管理模式趋同的特性,加上竞争压力会引发同行业企业间的学习模

仿,因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同行业其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正相关性;另一方面,作为企业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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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行为,数字化转型对其他企业的环境战略决策没有直接影响。 因此,该变量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

外生性条件。 检验结果显示,第一阶段估计的 F 检验值为 133. 50 ( 大于 10), K-Prk
 

LM 统计量为

1
 

448. 006(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工具变量有效。 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见表 2 的(2)列,主要变

量的回归结果与(1)列基本一致,表明在缓解模型内生性问题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环境战略升级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结论依然成立。 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说 H1 得证。
在不考虑选择偏误问题的情况下,采用 OLS 模型检验企业环境战略升级对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影响,估计结果见表 2 的(3)列。 “环境战略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企业环境战略升级显著提升了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考虑到某些因素可能

会同时对企业环境战略升级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且经济效益较高的企业往往更加倾向于环

境战略升级,为了缓解由此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沿用自选择模型常用的做法,将由决策方程预测出

的环境战略升级概率作为“环境战略升级”的工具变量进行 2SLS 估计。 DWH(Dubin-Wu-Hausman)内生

性检验的统计量为 27. 833,在 5%的水平上拒绝外生性原假设,表明“环境战略升级”为内生变量;第一

阶段估计的 F 统计量为 164. 82(大于 10),K-Prk
 

LM 统计量为 173. 826(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工

具变量有效。 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见表 2 的(4)列,“环境战略升级”及其他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

未发生明显变化,表明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企业环境战略升级能够显著提升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结

论依然成立。 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说 H2 得证。

表 2　 决策方程和结果方程估计结果

变　 量

环境战略升级决策方程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方程

Probit IV
 

Probit OLS IV

环境战略升级 环境战略升级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1) (2) (3) (4)

数字化转型 0. 159∗∗∗(0. 017) 0. 151∗∗∗(0. 023)

环境战略升级 0. 736∗∗∗(0. 010) 1. 440∗∗∗(0. 129)

资产规模 0. 374∗∗∗(0. 013) 0. 263∗∗∗(0. 021) 0. 047∗∗∗(0. 006) 0. 040∗∗(0. 017)

企业年龄 -0. 138∗∗∗(0. 042) -0. 092∗∗∗(0. 031) -0. 054∗∗∗(0. 015) -0. 042∗∗∗(0. 010)

资产负债率 0. 332∗∗∗(0. 096) 0. 326∗∗∗(0. 104) 0. 013(0. 032) 0. 006(0. 021)

净资产收益率 -0. 451∗∗(0. 193) -0. 422(0. 324) 0. 180∗∗(0. 085) 0. 161∗∗∗(0. 052)

投资水平 0. 476∗∗∗(0. 084) 0. 469∗∗∗(0. 131) 0. 040(0. 036) 0. 133∗∗(0. 056)

管理层规模 0. 127∗∗(0. 057) 0. 106∗(0. 061) 0. 009(0. 027) 0. 032(0. 030)

管理者风险偏好 0. 326∗∗∗(0. 103) 0. 394∗∗∗(0. 115)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9
 

732 9
 

732 9
 

732 9
 

732

Pseudo
 

R2 0. 196

Adj. R2 0. 416 0. 181

　 　 注:(1)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固定效应包括年

份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下表同;(2)环境战略升级的正确预测比率为 7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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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生转换回归与分组回归

需要强调的是,结果方程还可能存在因样本选择偏差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环境战略升级是企业的

自选择行为,若忽略企业在环境战略决策选择时所面临的异质性环境,会导致样本选择偏差而无法得到

一致的估计结果。 对此,本文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通过样本分离来消除样本选择偏差,分别对总样

本和两种情形下的结果方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 3 的(1)(2)(3)列。 选择项 λ 均显著为负,表明确

实存在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在缓解该问题的影响后,“环境战略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

依然显著为正,环境战略升级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再次得到验证。
进一步根据“数字化转型”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低数字化转型”和“高数字化转型”两组进行分

组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3 的(4)(5)列。 在“低数字化转型”和“高数字化转型”两个分样本中,“环境战略

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但“高数字化转型”组的系数明显大于“低数字化

转型”组,表明当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时,环境战略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提升作用,
即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降本增效对企业环境战略升级产生赋能作用。 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说 H3 得证。

表 3　 结果方程的内生转换回归与分组回归

变　 量

内生转换回归模型 分组回归

Heckman Gep = 0 Gep = 1 低数字化转型 高数字化转型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1) (2) (3) (4) (5)

环境战略升级 1. 741∗∗∗(0. 104) 1. 063∗∗∗(0. 039) 2. 581∗∗∗(0. 227)

λ -0. 603∗∗∗(0. 061) -0. 662∗∗∗(0. 120) -0. 571∗∗∗(0. 083) -0. 464∗∗∗(0. 071) -0. 735∗∗∗(0. 138)

N 9
 

732 6
 

072 3
 

660 4
 

866 4
 

866

Adj. R2 0. 423 0. 414 0. 492 0. 429 0. 538

　 　 注:所有模型均控制了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下表同。

3. 反事实分析

为更加清晰地刻画企业环境战略升级对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在内生转换模型的基础

上通过反事实分析分别模拟出环境战略升级企业、环境战略未升级企业在实际情况下和反事实状态下

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期望值。 从密度函数分布来看(见图 2),环境战略实际升级的企业若选择不进行

环境战略升级,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会比实际的低;环境战略实际未升级的企业若选择进行环境战略升

级,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会比实际的高。 同时,通过式(10)和式(11)计算处理效应,结果表明:环境战略

升级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0. 142,即实际环境战略升级的企业若未进行升级,其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将降低 14. 2%;环境战略未升级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0. 186,即实

际环境战略未升级的企业若进行升级,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 18. 6%。 上述结果再次验证了企业

环境战略升级产生了显著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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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p= 1

(b)Gep= 0
图 2　 反事实分析结果

4. 稳健性检验

(1)决策方程替换解释变量。 采用以下 3 种方法重新测算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一是直接采用数字

化总词频(不进行比值处理)作为“数字化转型 1”;二是扩充数字化词典,即根据近三年《政府工作报告》
并结合赵寰宇等(2021) [48] 、吴非等(2021) [49]的研究成果扩充企业数字化词典,沿用前文方法计算得到

“数字化转型 2”;三是借鉴张永珅等(2021) [39]的研究,用“财务报告附注披露的无形资产明细项中与数

字技术应用相关的部分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值”来测度“数字化转型 3”。 采用新的数字化转型指标重

新进行决策方程估计,回归结果见表 4 的(1)(2)(3)列。 各数字化转型指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
明本文决策方程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2)结果方程解释变量滞后处理。 考虑到环境战略升级是一种战略调整过程,其对企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对结果方程中的“环境战略升级”变量分别进行滞后一、二、三阶处理,重
新进行检验,估计结果见表 4 的(4)(5)(6)列。 “环境战略升级”滞后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本

文结果方程的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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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决策方程和结果方程的稳健性检验

变　 量

决策方程 结果方程

环境战略

升级

环境战略

升级

环境战略

升级

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

(1) (2) (3) (4) (5) (6)

数字化转型 1
0. 168∗∗∗

(0. 023)

数字化转型 2
0. 081∗∗∗

(0. 019)

数字化转型 3
0. 056∗∗∗

(0. 020)

L1. 环境战略升级
1. 218∗∗∗

(0. 130)

L2. 环境战略升级
1. 379∗∗∗

(0. 155)

L3. 环境战略升级
1. 388∗∗∗

(0. 150)

λ
-0. 585∗∗∗ -0. 711∗∗∗ -0. 701∗∗∗

(0. 076) (0. 091) (0. 089)

排他性约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N 9
 

732 9
 

732 9
 

732 8
 

738 7
 

775 6
 

790

Pseudo
 

R2 0. 184 0. 174 0. 192

Adj.
 

R2 0. 413 0. 417 0. 418

(3)替换“环境战略升级”变量。 一是采用绿色专利申请数占当年专利申请总量的比值来衡量企业

实施前摄型环境战略水平,采用华证 ESG 评级中的环境评分来衡量企业实施反应型环境战略水平,并沿

用前文方法计算得到“环境战略升级 1”。 二是在上述变量替换的基础上,进行分年度离差标准化处理

(替代百分位排名法),依据二者标准值之差的符号识别企业环境战略是否升级,进而得到“环境战略升

级 2”。 分别采用新的环境战略升级指标进行 Heckman 两阶段模型检验,估计结果见表 5,前文的分析结

论依然成立。

表 5　 替换环境战略升级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变　 量
决策方程 结果方程 决策方程 结果方程

环境战略升级 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战略升级 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化转型 0. 159∗∗∗(0. 017) 0. 131∗∗∗(0. 028)
环境战略升级 1 1. 107∗∗∗(0. 114)
环境战略升级 2 1. 174∗∗∗(0. 019)
λ -0. 221∗∗∗(0. 067) -0. 377∗∗∗(0. 016)
排他性约束变量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N 9
 

732 9
 

732 9
 

732 9
 

732

Adj. R2 0. 416 0. 419

77

刘素荣,徐文昊,霍江林:环境战略升级能否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五、进一步分析

1. 外部金融环境的影响

由于需要相应的资金资源支持,企业的环境战略升级、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都会受到地区金融发

展状况的影响,尤其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可能导致企业环境战略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以及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产生异质性。 对此,本文根据企业所在地区是否为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

验区将样本企业划分为“试验区企业” 和“非试验区企业” 两组,分别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6。
Heckman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两组样本中数字化转型均能显著驱动企业环境战略升级,但“非试

验区企业”组的系数显著大于“试验区企业”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 P 值为 0. 00),表明数字化转型对

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的驱动作用在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更强。 其原因可能在于:由于试验区绿色

金融的创新发展为绿色转型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使得区内企业更易于克服环境战略升级的资源困

境和组织障碍,减轻了企业对利用数字技术获取外部资源的依赖,从而弱化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环境战

略升级的促进作用。 Heckman 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两组样本中环境战略升级均能显著促进企业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试验区企业”组的系数显著大于“非试验区企业”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 P
值为 0. 02),表明环境战略升级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更强。
其原因可能在于:由于有更多更实惠的绿色金融政策支持,试验区内企业在绿色转型方面具有更强的主

动性和更充实的资源条件,使其环境战略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得以更充分地发挥。 一

方面,试验区通过重塑金融机构投融资机制,将企业的环境治理行为纳入投融资决策中,引导金融资源

更多地投向绿色项目,促使企业积极开展绿色投资活动;另一方面,在绿色导向的金融制度环境下,企业

的绿色创新行为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群体研发强度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个体研发成本,实现绿色创新

资源的协同效应和研发活动的规模效应,从而提升环境战略升级的效率和功效。

表 6　 异质性分析:外部金融环境的影响

变　 量

试验区企业 非试验区企业

决策方程 结果方程 决策方程 结果方程

环境战略升级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战略升级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化转型 0. 138∗∗∗(0. 031) 0. 175∗∗∗(0. 028)

环境战略升级 1. 894∗∗∗(0. 178) 1. 505∗∗∗(0. 123)

λ -0. 624∗∗∗(0. 101) -0. 574∗∗∗(0. 071)

排他性约束变量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N 1
 

886 1
 

886 7
 

846 7
 

846

Adj. R2 0. 445 0. 411

2. 行业污染特征的影响

企业的环境管理行为与其所在行业的污染特征密切相关,不同污染强度企业环境战略升级对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 对此,本文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索引》 (2012)将样本企业划

分为“重污染行业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两组,分别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7。 Heckman 第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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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回归结果显示,在两组样本中,数字化转型均能显著驱动企业环境战略升级,且回归系数相近,二者不

存在明显差异。 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两组样本中,“环境战略升级”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但
“非重污染行业企业”组的系数明显高于“重污染行业企业”组(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的 P 值为 0. 00),表
明环境战略升级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非重污染行业中更强。 其原因可能在于:重污

染行业企业的业务活动存在固有的特殊性,环境战略升级可以增强其环境治理能力,提升其环境绩效,
但无法改变其“重污染”的行业属性,加上当前环境技术条件的约束,导致环境战略升级对其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升作用相对有限。

表 7　 异质性检验:行业污染特征的影响

变　 量

重污染行业企业 非重污染行业企业

决策方程 结果方程 决策方程 结果方程

环境战略升级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战略升级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化转型 0. 153∗∗∗(0. 036) 0. 164∗∗∗(0. 020)

环境战略升级 1. 161∗∗∗(0. 174) 2. 317∗∗∗(0. 188)

λ -0. 339∗∗∗(0. 082) -0. 656∗∗∗(0. 105)

排他性约束变量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N 2
 

838 2
 

838 6
 

894 6
 

894

Adj. R2 0. 473 0. 453

六、结论和启示

企业环境战略从被动的反应型向主动的前摄型升级,能够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和环境绩效增加,从
而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重塑了企业的能力体系和价值逻辑,使得数字化

转型能够驱动企业环境战略升级,并能通过降本增效对企业环境战略升级进行赋能,增强环境战略升级

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 本文以 2013—2022 年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分析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高对环境战略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
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驱动企业进行环境战略升级;(2)环境战略升级的企业比环境战略未升级的企业具有

更高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明环境战略升级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3)相比数字化转

型水平较低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的企业环境战略升级具有更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
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降本增效赋能企业环境战略升级;(4)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的驱动

作用在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更强,而环境战略升级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更强,表明地区绿色金融的创新发展会弱化企业环境战略升级对数字化转型的依

赖,并放大环境战略升级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5)数字化转型对环境战略升级的驱动

作用在重污染行业与非重污染行业间无显著差异,但环境战略升级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

用在非重污染行业更强,表明“重污染”的生产属性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的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提升效应。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得到以下启示:第一,大力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加快企业环境战略升级。

积极制定数字化发展战略,以数字化转型补齐企业绿色发展短板,实现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 统筹

规划大数据平台建设,营造多元开放的数字资源共享生态,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平台和技术支撑。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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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企业与外界的环境信息传递渠道,促进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间的良性互动,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良好的

市场基础。 推动数据要素赋能企业生产经营的核心环节,鼓励企业建设全流程数字化控制体系,实现能

耗和污染的全面降低。 第二,加快建设绿色金融服务体系,鼓励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推动企业环境

治理模式从末端治理转向前端防治。 推广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先进经验,适度扩大试点范围,拓
宽绿色资金融资渠道,推动绿色金融服务体系与实体企业精准对接。 完善环境监管制度体系,营造互惠

有效的监管环境,调动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研发的积极性,鼓励企业建立更具特色更加有效的环境管理体

系。 第三,重点助推重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引导重污染企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建立针对重污染企业的梯度渐进式环保政策体系,有效协调重污染企业效益诉求和环保责任之间的关

系,避免“过激”的绿色行为导致资源结构性失调和资金投入低效。 完善绿色资金监管机制,提高企业信

息透明度,防范重污染企业的“漂绿”行为,提高绿色资金利用效率。 同时,在破除重污染企业的技术依

赖方面加大创新资源投入,推动数字技术与新能源开发、绿色制造等深度融合,实现高能耗重污染企业

的绿色技术突破式创新。
针对本文研究存在的不足,提出以下研究建议:(1)受分析方法和数据可获取性的限制,本文将环境

战略升级作为虚拟变量进行实证分析,而在实务中,环境战略升级是一个多阶段渐进式的动态转型过

程,虚拟变量不能充分反映环境战略升级的阶段及转型程度,未来可优化变量测度方法,对企业环境战

略升级过程进行精准识别,从更高维度透视环境战略升级的驱动因素和价值效应。 (2)在异质性分析方

面,本文只关注到外部金融环境和行业污染特征,未考察企业特征带来的异质性,未来可基于企业产权

性质、成长周期等视角拓展相关异质性分析,以增强研究结果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3)除了数字化转型

以外,还可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如市场化水平、环境规制等)进一步探究环境战略升级影响企业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进而从更多层面刻画变量间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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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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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enterprises
 

face
 

the
 

dual
 

challenges
 

of
 

economic
 

benefit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stablishing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chanism
 

to
 

enhance
 

green
 

production
 

efficienc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ket
 

environmental
 

systems
 

and
 

the
 

boundaries
 

of
 

corporate
 

competition,
 

reshaping
 

the
 

capability
 

systems
 

and
 

value
 

logic
 

of
 

enterprises,
 

and
 

influencing
 

their
 

production
 

decision-making.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studies
 

how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ffects
 

enterprises’
 

decisions
 

to
 

upgrad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as
 

well
 

as
 

the
 

comprehensive
 

impact
 

of
 

these
 

decisions
 

on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s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from
 

2013
 

to
 

2022,
 

this
 

paper
 

uses
 

the
 

Heckman
 

two-stage
 

model
 

to
 

correct
 

the
 

sample
 

selection
 

bias
 

and
 

studies
 

the
 

decision-making
 

and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strategic
 

upgrading
 

and
 

its
 

impact
 

on
 

their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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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enterprises
 

to
 

upgrade
 

their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and
 

under
 

the
 

empowermen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vironmental
 

strategy
 

upgrad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Secondly,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although
 

green
 

finance
 

pilot
 

policies
 

weaken
 

the
 

facilitative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upgrading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they
 

amplify
 

the
 

enhanc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strategy
 

upgrading
 

on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Thirdly,
 

in
 

terms
 

of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nvironmental
 

strategic
 

upgrading,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heavily
 

polluting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non-heavily
 

polluting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but
 

compared
 

with
 

heavily
 

polluting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strategy
 

upgrading
 

on
 

corporat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more
 

obvious
 

in
 

non-heavy
 

polluting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is

 

paper
 

makes
 

three
 

contributions
 

to
 

pertinent
 

literature.
 

Firstly,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to
 

integ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vironmental
 

strategy
 

upgrade,
 

and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to
 

the
 

same
 

research
 

framework.
 

In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ic
 

upgrading
 

decisions
 

at
 

the
 

two
 

levels
 

of
 

cost
 

and
 

revenue
 

and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the
 

value
 

effect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ic
 

upgrad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Secondly,
 

in
 

the
 

methodological
 

dimension,
 

the
 

above
 

variables
 

are
 

put
 

into
 

the
 

framework
 

of
 

Heckman
 

two-stage
 

model
 

for
 

regression,
 

which
 

effectively
 

alleviates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caused
 

by
 

the
 

self-selection
 

behavior
 

of
 

environmental
 

strategic
 

upgrading.
 

Also,
 

the
 

corresponding
 

regression
 

results
 

have
 

stronger
 

robustness.
 

Thirdly,
 

the
 

heterogeneity
 

test
 

based
 

on
 

the
 

external
 

financial
 

environment
 

of
 

enterprises
 

shows
 

that
 

in
 

the
 

green
 

finance
 

reform
 

and
 

innovation
 

pilot
 

zone,
 

th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upgrade
 

has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This
 

finding
 

opens
 

up
 

new
 

space
 

for
 

analyz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finance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is

 

paper
 

not
 

only
 

provide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motivations
 

and
 

value
 

effects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selection,
 

but
 

also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acti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environmental
 

strategy
 

upgrading.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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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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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een
 

innovation;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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